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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地域化——中亚五国规划标准演化与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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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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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化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本文聚焦中亚五国规划标准体系的时空演变规律。

通过CiteSpace知识图谱工具，系统梳理 1991—2022年间哈萨克斯坦等五国规划标准的三阶段演进

脉络：苏联时期依托苏联国家标准体系实现标准移植；独立后通过标准本土化重构形成差异化治

理格局；全球化阶段则构建“国际标准嵌入”与“本土知识升级”的双向调适机制。在规划管理

方面，中亚五国将城市开发边界、城市规划地籍和详细规划作为规划管理的三个重要手段。在规

划标准体系上，中亚五国基本相似，形成了国土规划体系下与城市工程相融合的标准体系，并在

技术结构上形成了贯穿规划全周期的“前期研究—规划设计—工程设计—工程估算测算—规划实

施评估”的纵向体系。研究通过对比中亚五国用地分类标准，人均用地、绿地率、开发强度等指

标的异同，指出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面对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土地资源压力和区域环境的生

态脆弱性所选择的不同标准演化路径。笔者希望通过这一研究为中国城乡规划标准与亚欧国际的

互联互通以及城乡规划的国际化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planning standards system of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Using the CiteSpace 
knowledge mapping tool, the three stages of evolution of planning standards in Kazakhstan and other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from 1991 to 2022 ar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the standards were transplanted 
through the GOST system during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differentiated governance pattern was formed 
through the localized restructuring of the standards after the independence, and the two-way adapt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embed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the upgrading of the local knowledge 
was constructed in the stage of globalization. In terms of planning management,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taken urban development borders, urban planning cadastre and detailed planning as three important tools 
for planning management. In terms of planning standard system,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basically 
similar planning standard systems, forming a standard system under the territorial planning system integrated 
with urban engineering. In terms of technical structure, a vertical system of “preliminary study - planning design - 
engineering design - estim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ngineering - evaluation of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has 
been formed throughout the planning cycle. The study points out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per capita land use indicators, green space rate indicators 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indicators of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points out the different standard evolution paths chosen by 
Uzbekistan and Kazakhstan in the face of the pressure on land resources brought about by rapid urbanization 
and the ecological fragility of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The authors hope that this research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standards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Asia and Europe, as well as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practices.

关键词： 规划标准；技术演化；规划体系；用地标准；中亚

Keywords: �Planning Standard; Technology Evolution; Planning System; Landuse Standard; Central Asia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研究”（22AZD052）

文章编号：1673-9493（2025）05-0034-10 中图分类号：TU981.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9830/j.upi.2025.274

城乡规划标准是指导规划设计的基

础技术依据，也是依法规范规划设计行为

和监督检查的重要支撑，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对于规划标准

的国际化研究的必要性愈发凸显。在国际

格局急剧变化的当下，中亚五国（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

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亚欧大陆的

结合处，既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先

行者，也是欧盟国家、俄罗斯、中国陆上

联系的重要中心。对中亚五国规划标准演

化与标准体系的研究，可为中国城乡规划

标准与亚欧国家的“互联互通”以及城乡

规划的国际化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有助于

应对规划设计标准在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面临的各类问题，推进中国规划标准在

共建国家的传播。

1  相关领域研究综述

规划标准是城乡规划学科知识和规

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各地的规划标

准集中体现了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和发

展思路，是政府实现城市空间规划和空

间管制的重要手段 [2]。这些规划标准根植

于当地历史背景、社会文化环境与自然

环境条件 [3]，并且服务于特定的政治制度

和规划体系，因此呈现不同的特征和特

点。在一定区域内，各国城市规划标准

往往展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

可能源于共同的文化根源，或受到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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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深远的影响 [4-5]，这也揭示了不同地区在城市规划实践

中的相互影响和借鉴。

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国际理念与本土需求的不断

融合 [6-7]，带动了各国规划标准与理念的应用和交流。规划

思想、理论、方法、标准等规划知识的传播是一种典型的

知识流动，规划标准的演化受到区域和国际化的影响 [8]。既

有研究多关注全球化背景下规划标准的国际化与跨国应用、

跨国流动 [9]，也有学者认为规划技术的国际化带来了规划标

准的趋同效应 [10]。

从规划标准的区域国别研究来看，既有研究主要关注欧

美标准、苏联标准等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标准及其发展特

征。有学者指出，目前的规划跨国交流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视

角，研究需要更多关注全球南方地区 [11]。作为发展势头迅猛

的发展中国家，中亚五国在城市建设与规划标准方面深受苏

联和俄罗斯的影响 [12]，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规划模

式”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 [13-14]。既有研究多关注苏联模式

对周边国家的一系列影响 [15]，或是结合具体项目研究中亚地

区的建筑特色 [14] 和城市规划方案 [16-17]。然而，这些研究往往

忽略了从中亚自身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中亚城市规划标准

演进的主观历程和内在逻辑；对中亚五国标准的异同和演化

特征也缺乏整体关注。

回顾既有研究，国内外学者围绕规划标准、标准演化和

知识传播等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但

各地规划标准的差异较大，针对不同地区与地域特色的规划

标准的研究却寥寥无几，也缺乏比较研究。对于中亚五国，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规划的外部影响以及具体项目，缺乏对其

自身城市规划标准演进历程、内在逻辑以及五国标准异同和

演化特征的深入、整体研究。

2  中亚五国规划标准演化

中亚五国的规划标准体系历经苏联模式奠基、独立后重

构与全球化转型三个阶段，其演化过程深刻体现了地域化与

国际化的交织和碰撞，并在不同阶段服务于中亚五国的城市

建设和规划体系发展。本文通过整理 1922—2020 年间 127
部规划标准文本（含已废止文件），借助 CiteSpace 对标准主

题词进行可视化分析，揭示其发展脉络与影响因素。基于中

亚五国的社会政治变迁和城市建设实际，参考标准主题词和

关键词的时区分布图（图 1），研究将演进过程划分为：苏

联时期（1991 年之前）、独立建国时期（1991—2015 年）和

全球化时期（2015 年至今）。

图 1  中亚五国规划标准关键词的时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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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苏联时期（1991 年之前）：框架引领下的初步探索
1924—1936 年，中亚五国相继成为苏联的加盟共

和国，为加强统一管理，苏联实施了统一的规划体系框

架，1955 年起开始聚焦标准化建设和环境规划 [18]。中亚

五国全面采用了苏联的国家标准（GOST: Gosudarstvenny 

Standart）体系和建筑行业标准与法规（SNiP: Snormativnye 

Informatsionnye Dokumenty Po Stroitel’stvu），奠定了快速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 [19]。在城市规划领域，GOST 在土

地开发和测量、基础设施规范、人均居住面积等方面提供

了通用标准与指标，如《城市土地测量和绘图要求（GOST 

17.4.3.02-85）》《城市建设用地适用性评价标准（GOST 

28702-90）》等。然而作为技术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加盟

共和国，中亚五国在标准制定中话语权较低，这导致部分

技术内容不适配。例如建筑保温规范沿用了莫斯科标准，

未考虑中亚干旱区显著的昼夜温差和强烈日照特点 [20] ；集

合住宅模式与中亚传统院落式居住文化格格不入，削弱了

社区凝聚力。

为缓解部分标准的“技术排异”，中亚五国根据自身自

然环境条件进行了适应性调整 [21]，通过发布地方性补充规

范实现本地化修正。例如：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

1980 年出台了《沙漠地区道路路基稳定性技术规范》，乌兹

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 1982 年实施了《干旱地区灌

溉系统与农业住区规划标准》，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于 1984 年制定了《山地住区规划与泥石流防治规范》。

这些地方性补充规范体现了中亚五国在苏联统一框架下的初

步探索。

这一时期，苏联中央政府对中亚实行了政策倾斜，通过

资源开发与产业布局，促进了中亚五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

化进程，并推动了基础设施扩张以及农业和采矿业发展，使

中亚逐渐成为苏联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出于对

资源的高度开发需求，中亚地区形成了许多单一职能的工矿

型城镇，这些城镇与周边城市联系薄弱，导致当地城镇发展

体系严重失衡。过度的资源开采也导致五国面临生态透支与

自然环境问题，为后期治理埋下了隐患。

2.2  独立时期（1991—2015 年）：危机中的重构与发展
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相继独立，体制的巨大变革引发

了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危机，城市系统和治理模式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规划标准面临全面重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愈加

复杂，许多城市面临水资源短缺和矿产资源过度开采等生态

威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进一步放缓。随着苏联标准的

不适配问题逐渐显现，中亚五国在巨大的叠加压力下，开启

了自我探索驱动的本地化过程。

1990 年代初期是中亚五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阵痛期，此

时城市管理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社会经济的稳定。1991—1998
年，中亚五国规划标准的颁布数量骤减，导致规划标准出现

断层（图 1）。进入 1990 年代后期，各国陆续制定新的政治

经济改革方案，并在构建新的城市治理制度和规划标准体系

的过程中逐渐完善这一体系。此时，规划标准数量呈现井喷

式增长，关注重点也发生显著变化，尤其聚焦于环境保护、

建筑安全、公共服务和弱势群体关怀等领域（图 1），并对

水资源保护、耕地保护和农业空间屏障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强

化，积极应对不断涌现的生态问题。此外，各国的规划标准

分化不仅基于自然环境的差异，还考虑到城市化基础、社会

经济条件和城市发展诉求等因素，开始全面分化。例如：哈

萨克斯坦在规划标准中重点强化建筑安全与质量控制体系，

规范资源利用与土地开发活动，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

公平性和可达性（图 2）。该国还开发了本国标准体系与认

证制度——哈萨克斯坦国家标准（GOST-K: Gosudarstvenny 

Standart-Kazakhstan）。相较而言，乌兹别克斯坦在完善规划

标准体系的过程中，更加强调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重塑，依

据传统住房单元形制、家庭结构特征和居住习惯，优化住房

建设标准和住区规划标准，同时适应市场经济下的房地产开

发模式 [22]。

这一时期中亚五国的城市发展与治理模式全面分化，规

划标准体系的差异性和特色性逐渐显现，基本实现了本地化

转型目标。但由于各国改革方向和实施进度不同，规划理念

和技术在地域化实践中受到资金、技术和管理等限制，规划

标准的实施效果参差不齐 [14]。总体而言，规划标准和体系的

发展仍滞后于城市化进程，主要采取被动、问题导向的解决

思路，难以对城市发展形成前瞻性引导。

2.3  全球化时期（2015 年至今）：国际接轨与技术融合
2015 年前后，中亚五国在经济合作与城市规划领

域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欧亚经济联盟（EEU: Eurasian 

Economic Union）的成立被视为后苏联地区机制化整合的

开端 [23]，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亚五国积极响应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能源与基建国际合作项目在 2015
年后进入建设高峰 [24]，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塔吉克斯坦罗贡水电站建设等项目相继落地，促进了区域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同年，哈萨克斯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推行促使

中亚国家规划标准与国际接轨。此阶段，中亚地区通过国

际标准接轨与本土化技术融合，探索出规划标准转型发展

的创新路径。

历经 20 余年发展，独立初期制定的旧规划标准已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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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哈萨克斯坦（左）和乌兹别克斯坦（右）规划标准关键词对比

满足城市的新需求，各国相继全面改版与更新规划标准体系。

各国在保留对 GOST 和 SNiP 引用的基础上，新增了对国际

标准化组织标准（ISO）、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欧盟

标准（EN）以及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标准（ASCE）等国际

标准的引用与借鉴。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在《绿色建筑、住

区和公共建筑居住环境可持续性的评级系统》中引用并整合

了多项 ISO 标准，在《建筑工程的工程水文气象调查》中同

时参照了 EN 和 ASCE 标准；哈萨克斯坦在其地震分区标准

修订中引入了 EN 标准体系。

规划标准的主题词和关键词也有所变化，土地利用与评

估、无障碍设施、城市更新等内容被进一步强化（图3）。例如：

吉尔吉斯斯坦颁布的《城市规划文件的组成、制定、协调和

批准程序》《城市型住区规划和开发规则》两部标准，分别

于 2020 年和 2021 年进行改版，新版本中加入了城市更新和

更新机制的相关内容，表明吉尔吉斯斯坦的城市发展已全面

步入城市更新阶段。

注：不同的字体颜色代表不同分簇聚类。

图 3  1978—2024 年中亚五国规划标准演化的时间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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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结
总体来讲，中亚地区规划标准的演进历程体现了地域化

与国际化交织的螺旋式发展轨迹。第一阶段，苏联时期的标

准移植模式快速构建了现代城市规划的硬件框架，却因环境

和文化的适应性不足，埋下了深层次矛盾。地方性补充规范

的有限调试，仅能暂时缓解“技术排异反应”，未能根本改

变苏联技术霸权下的制度依附状态。第二阶段，在后苏联时

代的标准断层、生态危机与城市衰败倒逼下，中亚五国开启

了地域化标准体系的重构进程，但受路径依赖惯性与治理能

力制约，规划标准的革新仍不彻底。第三阶段，通过系统性

标准改版，中亚五国逐步构建起“国际标准嵌入”与“本土

知识升级”的双向调适机制，化被动为主动，实现了全球化

与地域化的适应性转化。

3  中亚五国现行规划标准体系

3.1  城乡规划法与规划编制体系
1990 年代起，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由计划经济转向

市场经济，城市规划与发展开始谋求转型并编制各自的城乡

规划法典，但这些法典在一定程度上仍体现了前苏联体系的

延续。1994 年，吉尔吉斯斯坦首先颁布了《吉尔吉斯斯坦

共和国城市规划与建筑法典》，随后 10 多年，各国陆续出台

了各自的规划法典。

在规划类型方面，中亚五国采用了与俄罗斯相似的“国

土规划”（territorial planning）体系 [25]，并与总体规划体系相

融合，其中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仍在法定

层面编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在规划层级方面，国家和区域

（独立共和国①、州、城市群）层面需要编制国土规划，定

居点②（城市、镇、乡村）除特别市需要编制国土规划外，

其他均编制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表 1）。此外各国还编制

了不同类型的专项规划：哈萨克斯坦专列了工业区规划；塔

吉克斯坦发布了国家层面的交通与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至

2025 年交通领域发展国家专项规划》，以促进能源、交通等

领域的发展，提高工业化水平；等等。

此外，中亚五国均建立了总设计师制度，将建设项目

的开发设计纳入城市规划体系，并深入到建筑层面，要求提

供建设可行性研究和施工预算估算文件。其中，乌兹别克斯

坦等国在建设层面还需编制建设规划或开发项目规划文件。

2013 年，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标准《总设计师的职位（SHNK 

1.03.13-13）》规定，总设计师的主要任务包括对城市和定居

点层面的规划以及开发项目文件的编制与评估，并在技术层

面承担相应责任。

3.2  规划行政体系与规划标准管理
城市规划法典明确了规划行业管理机构的职权，提出了

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的相关措施。中亚五国均建立了多级

规划管理机构（图 4），在国家和直辖州、市层面，由中央政

府③负责规划的编制和审批工作。区域层面，除乌兹别克斯

坦由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独立共和国和州政府各自审批外，其

他四国均由中央政府直接审批。地方层面，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建立了“中央—地方”的两级规划

审批制度，将城市总体规划的审批权下放至地方；乌兹别克

斯坦与土库曼斯坦则由国家部门审批城市层面的总体规划，

地方负责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在规划管理方面，中亚五国将城市开发边界、城市规

划地籍和详细规划作为规划管理的三个重要手段。其中城市

规划地籍用于使用和存储有关边界、行政单位、生态、工程

和地质条件的地理空间信息，边界规划和建设中的信息需

求，以及国家地理信息保护区开发的规则和标准。在规划标

① 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位于乌兹别克斯坦西部、咸海的南部。

②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城市规划法规定，定居点为行政领土单位（市、乡、村、镇），以法律地位、名称和边界表示。其他四国对此的定义相同。

③ 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部长内阁作为中央审批机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国家议会作为中央审批机构。

表 1  中亚五国规划编制体系

规划

层级
规划类型

乌兹别

克斯坦

哈萨克

斯坦

吉尔吉

斯斯坦

土库曼

斯坦

塔吉克

斯坦

国家

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 √

国家国土规划总体方案 √ √ √ √ √

区域间发展方案 √ √ √ √

国家国土规划 √

全国专项规划 √ √ √ √

区域 区域（区域群）国土规划 √ √ √

城镇

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 √

城市国土综合规划 √

定居点总体规划 √ √ √ √ √

城镇边界规划 √ √ √

城市专项规划 √ √ √

详细规划 √ √ √ √ √

工业区规划 √

建设

项目

建设规划 / 开发项目规划 √ √ √

建设可行性研究 √ √ √ √ √

建设技术经济分析 √ √ √ √ √

预算估算、实施文件 √ √ √ √ √

注：√表示相关法规中出现了该规划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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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与技术性法规的制定与管理方面，五国均由国家层面的规

划与建筑主管部门主导国家标准制定工作。例如：吉尔吉斯

斯坦由国家建筑、建设、住房和公共服务部负责规划与建设

类标准，国家土地资源、地籍测量和制图局则分管地籍制图

和 GIS 相关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标准更新进程往往伴

随着管理体系的结构性调整，部分标准的主管部门会发生变

更。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虽然更新后的住房与发展规划类

标准保留了原有编号，但其管理权限发生了显著变化——发

布机构由国家建筑和建设委员会调整为住房建设和公共服务

部，审批流程亦由司法部单一审批转变为卫生、能源、环保、

交通以及文化遗产等多部门联合审查。相较之下，详细规划、

建筑消防、测绘等标准的管理权仍集中于建设部。标准主管

部门与审批机制的调整，实质性地反映了相关国家规划治理

体系向现代化、综合化方向的转型趋势。

3.3  规划标准体系
中亚五国的规划标准体系与中国相似，涵盖城乡规划法、

技术性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多为州级或首都 /

直辖市标准，如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市境内综合改进设计

规范和规则》）以及团体标准（图 5）。总体而言，该体系较

为完善且详细，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标准最为

丰富，仅乌兹别克斯坦的法令法规就分为总统令、内阁令、

住建部令、经济部令等不同层次。

体系架构方面，五国标准体系基本一致（图 6），均在

国土规划框架下与城市工程建设标准相融合。其规划管理标

准主要规范规划的组织、编制与管理流程，建立了涵盖部门

协作、审批程序、成果要求以及专业认证的完善系统。相关

标准文件涉及地籍调查、评估以及成果规范。例如：塔吉克

斯坦国家标准《国家城市规划地籍数据的分类与构成（HRS 

14-208-2022）》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标准《城市建设的领域

和规划、城市规划文件、构成和内容（SHNK 1.03.02-23）》，
后者对国土规划和定居点总体规划的成果提出了明确要求。

规划编制标准则聚焦于定居点（城乡）层面的总体规划，对

规划内容和技术方法进行规定，涵盖土地利用、空间布局、

生态环境、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等。地震区的规划设计、工

程设计和安全防护是五国共同关注的重点。

在技术结构上，五国均形成了贯穿规划全周期的“前

期研究—规划设计—工程设计—工程估算测算—规划实施

评估”的纵向体系。例如前期的《土地测量测绘规则网络

（SHNK 1.02.08-19）》、规划设计阶段的《城乡住区范围开发

建设规划（SNK 2.07.01-09）》、工程设计阶段的《设计与建

造：残疾人士无障碍规划元素的生活环境守则（SP RK 3.06-

31-2005）》以及实施评估阶段的《制定指标清单和监测城市规

划活动（HRS 14-207-2022）》；并且延续了苏联详细的定额指
标体系，如哈萨克斯坦发布的《建筑设计工作的人工成本规

范集合（NGTP RK 8.03-01-2016）》标准集，为包括电力、铁

路、规划在内的 56 类项目提供了工程预算定额指标。

国别差异方面，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

坦额外制定了通用技术要求和土地测量测绘标准；在规划内

容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不仅关注居

住区，还发布了农业区与工业区规划标准，土库曼斯坦更专

门编制了自由经济区法规；在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领域，哈

萨克斯坦重点规范了地下工程，乌兹别克斯坦则较早制定了

无障碍设施规划设计标准。

图 4  中亚五国规划行政体系与标准管理

B

A E
A B

A B C E F
A B C D E F

A B 
C 
D 
E F 

图 5  中亚五国现行城乡规划标准类型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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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亚五国现行城乡规划标准体系

3.4  规划标准主题特征
本研究从中亚五国 127 项规划标准与技术性法规的标

题、目录和规划应用指南 / 标准范围文本中提取关键词，利

用 ROST CM6 软件进行分词与词频统计。经处理获得 1 359
条有效词条（去除重复后），筛选出各国与规划内容相关性

最高的 12 个词汇，据此分析其关注方向与程度。

总体来看，“土地”（217 次）为单一词汇最高频项，其

次为环境、定居点、设施、工程等（图 7）。综合分析显示，

土地是五国标准的核心关注点，相关高频词包括土地、土地

测绘、数据、地籍等。工程、基础设施、环境相关标准亦占

据重要地位。

国别差异方面，受中亚地震带影响，土库曼斯坦与吉尔

吉斯斯坦标准中“地震”一词频次显著偏高，针对地震高发

区发布了《土库曼斯坦城市地区地震微选区划分（EGK 01-

05）》《塔吉克斯坦地震工程设计标准（SN KR 20-02-2024）》
等涵盖规划设计、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和土地勘

探的专门标准。其余三国亦在标准体系中逐步纳入地震影响

考量，如乌兹别克斯坦将在 2026 年 6 月 1 日起实行 8 级及
以上地震活跃区设施设计新做法，并向相关经验丰富的国

家派出部委专家汲取经验。塔吉克斯坦还重点关注历史文

化地区的保护，发布了《文化遗产修复工程预算基本标准

（MUKHTT-2013）》（图 8）。

4  中亚五国土地利用法规与标准比较研究

自独立后，中亚五国于 1990 年代中期陆续颁布《土地

法》《土地租赁法》等法规，对土地类型、管理与使用进行

规范。其中，土库曼斯坦沿用苏联《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土地法》至 2004 年新《土地法》的实施。伴随全球

图 7  中亚五国规划标准主题词总体可视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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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五国引入土地有偿使用权制度，推动土地管理由集

中国有模式向市场化、多元化转型。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

行的援助项目为各国土地评估与规划法规的现代化提供了技

术支持。比较来看，五国土地均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体，但土

地使用权授予与监管存在差异：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允许私人土地所有权。哈萨克斯坦曾于 2016 年提议允许外
资购地，但 2021 年《土地关系法修订案》暂停了向外国公

民和企业出租或出售农用土地。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

和塔吉克斯坦土地使用权以长期使用权、租赁权和其他临时

性权利为主，对外资土地准入持相对保守态度。在土地监管

机制方面，哈萨克斯坦建立了较完善的土地市场与交易机制

（买卖与租赁），政府侧重于市场监管；其他四国则更强调

国家计划与管理，土地交易活动相对受限。

4.1  用地分类对比研究
在用地类型方面，中亚五国尚未制定统一的城市用地或

规划建设用地专项标准，本文基于各国《土地法》《城乡规划

法》《城市规划：定居点开发建设标准（SP RK 3.01-101-2013）》
等法规、标准，系统归纳其用地类型和细分体系。总体来看，

中亚五国的用地分为农业用地，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工业、

交通、通信、国防用地，自然、保护、休闲用地，森林储备

用地，水资源储备用地，国家储备用地七大类（图 9）。其中

图 9  中亚五国土地管理与城乡规划用地分类标准融合关系

图 8  中亚五国规划标准主题词分国别可视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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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将历史文化用地独立于自然、保护、休闲用地，

吉尔吉斯斯坦对保护用地进行了多层次细分。

4.2  城乡定居点建设用地指标比较：以哈萨克斯坦与乌

兹别克斯坦为例
中亚地区快速城市化进程对土地利用规划提出更高要

求。哈萨克斯坦《城市规划 ：定居点开发建设标准（SP RK 

3.01-101-2013）》[26] 和乌兹别克斯坦《定居点规划与发展标

准（SNK 2.07.01-23）》[27] 通过规范城乡定居点的土地利用、

空间布局、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环境保护，形成差异化指引体

系，其用地指标设计深刻反映了不同的地理条件、人口密度

和政策导向特点。

（1）人均用地面积
两国标准均采用了分级调控的模式，对城市居住区的住

宅建设用地规模进行差异化配置。其中哈萨克斯坦基于住宅

舒适度设定人均居住面积（表 2），乌兹别克斯坦则根据住

房层数制定千人用地指标。由于两国人口密度的差异（哈萨

克斯坦 7 人 /km2、乌兹别克斯坦 79 人 /km2），乌兹别克斯

坦人均用地标准明显低于哈萨克斯坦；此外，乌兹别克斯坦

在极端条件下（沙漠、山区）允许对人均用地进行 30% 的

调整，以适应不同气候与地形条件（尤其是干旱地区）下城

市的扩展需求。

（2）绿地率
对于干旱缺水的中亚国家，公共绿地的设置尤为重要，

哈萨克斯坦要求大城市配置较高比例的绿地（含城市公园、

街区绿地、步行绿化带），绿地面积随城市规模递增，以提

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乌兹别克斯坦则基于地理环境与城市规

模设定人均绿地指标（表 3），并进一步按公共绿地类型细

分控制值。

（3）开发强度
在开发强度方面，两国均通过控制建筑密度和开发强度

来保障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活质量。哈萨克斯坦采用功

能分区的方式，以用地建造系数和建筑密度系数指标确保住

区环境的舒适度（表 4）。乌兹别克斯坦则主要对居住用地

和工业用地提出了控制指标要求，如工业企业和其他生产设

施、服务机构和企业占用的土地面积应占整个工业区面积的

70% 以上。

总体来看，在土地利用方面，两国标准都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分类体系，哈萨克斯坦的用地标准更注重系统性、均衡

性和居住舒适性，鼓励不同功能的混合利用，强调城乡统筹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而乌兹别克斯坦的标准则直面土地资

源压力，强调通过集约利用、高密度开发和弹性管控等举措，

应对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挑战。

表 2  哈萨克斯坦人均居住面积指标

住宅舒适度指标 人均居住面积 / m2 房间数量 / 个

1 级 ＞ 25 1~7

2 级 19~25 1~6

3 级 16~18 1~4

4 级 15 1~2

资料来源：作者译自参考文献 [26]

表 3  乌兹别克斯坦城市绿地指标

城市居民点类型

宜居

（平原和山前绿洲）/
（m2/人）

有限宜居（沙漠

绿洲，荒地）/
（m2/人）

不宜居

（荒漠）/
（m2/人）

最大、大和较大城市 17~19 13~15

中等城市 14~16 11~13 8~10

小型城市 11~13 8~10 4~6

注：空白表示不涉及此类型。
资料来源：作者译自参考文献 [27]

表 4  哈萨克斯坦城市规划功能区地块开发密度指标

城市规划功能分区 建造系数 建筑密度系数

居住区

高层住宅用地 0.7 2~2.5

中层住宅用地 0.4 0.8

低层（街区）住宅用地 0.3 0.6

独院（1~2 户）住宅 0.2 0.4

公共及

商业区

多功能商业用地 1 3

专项公共服务用地 0.8 2.4

产业区

工业用地 0.8 2.4

科技 / 工业用地 0.6 1.8

仓储用地 0.6 1.8

资料来源：作者译自参考文献 [26]

5  结语

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有着天然的毗邻关系和悠久的政

治、经济、历史、文化联系，国家规划体系与规划标准体系

的建立都深受苏联影响，并长期处于发展规划与城乡规划

并行的国家规划体系下，向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转型发展。

中亚国家在规划转型过程中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重构，结

合土地标准与规划标准形成了新的国土空间规划标准体系，

然而在苏联遗留问题影响下，中亚国家城市发展普遍呈现

资源依赖与生态脆弱并行的特征，又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

呈现追求集约化严格管控和追求舒适性与社会福祉的不同

路径。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开展与中欧班列的畅通，中国

企业参与了塔什干新城的规划竞赛，开展了塔什干市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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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设计与建设、费尔干纳州智慧城市建设、中乌联合修复

希瓦古城等一系列规划建设领域的合作项目，然而中国规划

技术标准的应用仍面临采纳难的困境。通过对中亚五国规划

标准演化、规划编制体系、规划行政体系、规划标准体系的

分析可见，中亚国家在规划理念方面重视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以及对民族文化与历史的保护，在技术方面关注绿色转型和

资源管理城市规划建设技术。在中国规划设计走进中亚的过

程中，提高对民族文化和法律特殊性的重视，加强属地化调

研，增强生态脆弱地区规划技术的合作，有助于规划技术的

互联互通与本土化融合，实现规划项目与标准的本土化与在

地化。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片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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